网络视角下智慧城市外部智慧性作用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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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使得城市之间的各类联系日益增多，要实现城市的智慧发展，不能仅关注城市内部的创新，也要重视其在整体网络中的表现。在城市网络理论视域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将智慧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位置与作用定义为其外部智慧性，并以2016年中国193个试点智能城市为样本，利用主要企业总部‐分公司布址数据，构建智慧城市网络，探究智慧城市的外部智慧性对其内部智慧性绩效评估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在网络中的点入度、点出度、结构洞与互惠性等属性均对其内部智慧性的评估结果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新兴智慧城市要提升综合竞争力，应该识别自身的网络定位，增强与其他城市的联系与合作，形成内外联动，实现智慧城市发展的各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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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Intelligence Mechanism of Intelligent City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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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has increased various types of connections between cities. To realize the smart development of cities, not only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innovation but also the external network effects, mutual contacts and cooperation of each other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view of urban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uses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o define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city in the urban network as its external intelligence, constructs the intelligent city network based on 193 pilot intelligent cities in China in 2016, by using the data of the headquarters of main enterprise and the location of branch office, and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the external intelligence of the smart city on the evaluation of internal intelligence perform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out-degree, in-degree, structural hole and reciprocity of intelligent cities in the network a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ir internal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the new intelligent city should identify its own network positioning,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ities, for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and realize the various goal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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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
城市是各种生产要素配置的重要场所，是人类经济社会合作、集聚和国际贸易的原始形式[1]。随着产业和人口向城市不断集聚，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发展壮大，虽然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引发了城市承载力不足、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难以满足公众需求、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突飞猛进，为优化城市规划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智慧城市成为解决各类发展矛盾的全新突破口，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也降低了运输成本，逐步改变了人际互动和交易的场景，大大提高了流动性，促进了城市、区域与国家之间的互动[2]。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趋势的推动下，跨越城市界限的合作与多边关系网络逐渐形成。因此，在城市化与全球化同时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妥善解决城市内部发展矛盾与积极融入外部区域、国家乃至世界城市体系的双重压力，城市的创新发展模式与路径值得探讨，本文尝试对智慧城市外部网络效应及其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剖析影响智慧城市发展的外部因素，以期为中国城市发展决策提供理论指导。 
城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改造、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背景下，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8.52%[3]，如何妥善解决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实现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现实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智慧城市，是信息与通信技术进步的产物，作为一种智能的城市问题技术性解决方案，被迫切引入全球市场[4]。作为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模式、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新路径，智慧城市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与城市规划发展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广泛研究。虽然目前智慧城市并没有全球统一的概念定义，但综观国内外的研究不难发现，学者们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智慧城市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包含基础设施与资源、公共管理与服务、城市生活环境、创新发展能力等多方面内容，对于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绩效评估也基本围绕这些方面展开。智慧城市相关理论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但不难发现，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多在关注城市发展内部各类属性要素的优化整合，视角集中在探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对城市内部经济产业发展、公共管理服务提升、环境保护治理等各方面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城市之间经济、社会、政治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层面形成了复杂的城市网络关系[5]；城市研究范式也逐渐由基于属性的城市层级研究向基于“流空间”（space of flows）理论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转变[6-7]。基于不同的连接介质构建城市网络，探讨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与演化发展趋势成为近年来城市经济学与地理经济学重要的研究热点[8]。城市之间的网络交互作用成为了现代城市体系的本质特征，对于个体城市而言，所处的网络位置表征其结构性网络资本，直接影响城市从外部获取异质性资源的能力[9]。因此，识别城市的网络定位，积累网络效应带来的优势资本，提高个体城市在整体网络体系中的声望与影响力，有利于吸引资本、人力、知识等外部创新资源，是信息时代新的社会形态下城市“智慧”的突出表现，也是提高城市整体竞争力的有效途径[10]。本文将智慧城市在网络中的位置及作用，即智慧城市的网络效应定义为其外部智慧性，在城市网络理论视阈内，选择2016年住建部颁布的193个试点建设智慧城市为样本，利用中国主要企业总部‐分部布址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中国智慧城市的外部智慧性对其内部智慧性评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2  智慧城市外部智慧性理论基础
2.1  智慧城市的相关理论
智慧城市，是信息化与城市化高度融合的产物，最早由美国IBM公司正式提出，主要特征就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能化和便利化。依托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城市近年来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中均受到高度重视，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推出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并将其作为解决各类城市问题的新出路，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新模式、新理念；中国也从2010年开始全面展开智慧城市的建设模式探索，并在学术与政策研究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对于智慧城市这一概念本身，目前并没有全球统一认可的定义，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关注智慧城市的硬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强调智能化改造传统基础设施，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广各种新型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应用信息共享平台，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下，建设智慧城市相关的数据存储、信息交换和运营支撑平台[11-12]。这一类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将智慧城市视作城市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介绍智慧城市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成果及其实际应用，强调智慧城市实践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
第二，在公共管理与服务的视域内探究智慧城市治理。这一类研究主要探究在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各类信息、数据最大限度地制造、传播、流动、分享，提升了各项社会工作的运行效率，增加了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诉求与途径，参与式治理模式与多元主体行为对传统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与模式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公共部门积极探索运用互联网思维，寻找更加高效便捷与公开透明的治理方式，让多元化、分散化的社会治理诉求得到更加具有弹性和行动力的回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3-14]。
第三，探究智慧城市与智慧产业融合发展战略。这一类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的核心功能——经济或产业的发展，在产业融合理论的指导下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总结智慧产业、智慧经济、智慧人文等方面的创新发展经验，以及对城市品牌文化的提升改造及影响[15-16]。
第四，关注智慧城市的绿色发展模式。这一类研究主要着眼于环境保护角度，将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城市发展更低碳、更清洁等原则紧密结合，在促进城市低碳发展的同时加强智慧城市建设，实现低碳城市与智慧城市的交互发展与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实现智慧城市环境质量的生态宜居[17-18]。
第五，关注智慧城市绩效评价指标的建立与发展程度的评估。这一类研究结合定性与定量等多种研究方法，探索构建有效的智慧城市绩效评估体系，通过构建科学而全面的评估标准，对城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发展进行全面比较，为智慧城市的规划提供实用的指导方针或路线图，以帮助其实现目标[19-20]。 
智慧城市是一个系统的概念，随着其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规划中不断发展，如何构建全面而科学的评估体系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外诸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研究。2007年，以Rudolf等人[21]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针对欧洲 70 个中等规模城市的智慧城市评价，从“智慧经济”“智慧民众”“智慧治理”“智慧出行”“智慧环境”“智慧生活”6个维度，提出一个包含 71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后有学者根据智慧城市的概念框架，将运输与通信基础设施视作有型网络，称为“硬基础设施”，将经济与人力资本投入视作无型网络，称为“软基础设施”，提出智慧城市的评估应该因地制宜，从硬件和软件两个角度考虑[22]；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将技术视角与人的视角作为两大核心，将智慧城市的评价指标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23]。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迅速，截至目前已经有数百个城市获国家批准进行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与之相应，国内学者关于智慧城市绩效评估与评价指标的探究正逐步兴起。有学者对国内外目前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对比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城市智商”（city IQ）的概念，构建了包含信息、经济、社会、生态、创新5大维度共计220个指标的评价体系[24]；实证研究方面，有学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理论和BP神经网络等方法对中国智慧城市典型代表进行了发展潜力的评估与探讨[25]。
2.2  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与城市网络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的连通性、流动性以及去区域化交易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集聚和网络效应使得城市成为新形式下社会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参与方和关键节点，全球经济网络正在变成一个将全球各大枢纽和节点城市连接在一起的横向网络，区域布局的层级性正在被网络性所取代[26]。城市作为一个节点的价值，在于其与其他节点的相关性。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政治等要素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构成一种非线性的复杂网络关系。“世界城市”概念的提出，掀起了全球范围内城市网络的研究热潮，城市网络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城市之间建立外部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合作网络可以帮助城市获得外部资源、提升综合竞争力。城市在网络结构中的角色与地位，不同尺度的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相互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网络资本的存量，影响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竞争机制，进而影响城市的空间规划与创新发展模式[27]。识别城市的网络化程度、理解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与作用机制，对城市规划治理与发展政策的颁布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网络连接介质的选择是城市网络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国内外对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的研究多基于城市之间联系的数据，数据难以准确获取一度成为相关研究的一大障碍。许多学者尝试基于不同城市之间的实体网络联系，如航线、铁路分布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分布构建城市网络[28]。2000年，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y Research Network, GAWC）提出了城市之间关系的锁链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成为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里程碑，标志着世界城市网络量化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9]。企业的区位策略隐含了不同城市间资本、人力、信息和产品等要素的经济流通，因此，在企业关联网络基础之上形成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城市关联网络的本质[30]。企业组织测量方法，即基于企业的区位策略，通过其总部与分支机构的位置分布来映射城市网络成为城市网络布局量化研究的主流。有学者选择全球446个规模最大的跨国公司，基于其全球区位战略，识别和解析全球资本支配视角下的世界城市体系[31]，为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量化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也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借鉴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GaWC）的研究成果，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APS）企业关联网络分析法，以中国大型金融企业、银行的布址数据为基础构建城市网络，分析城市节点的联系、城市网络连接度的影响因素及城市网络体系的结构特征[32-34]。
近年来，随着城市网络的研究热度不断增加，另一些学者基于合著文献计量、联合申请专利、跨区域技术转移、人才流动、城市治理以及一些社交软件、大数据等方面的联系数据，构建区域创新网络、公共治理合作网络、人口流动网络等不同类型的城市网络，分析城市网络的空间格局、网络特征及时空演变规律等[9,35-40]。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在网络中的位置映射了其在网络中的权力、地位与参与程度，进而会影响城市的创新发展与繁荣。在城市网络研究视角下，城市是在整体城市系统中存在与发展的，城市之间的各种联系是城市网络体系结构与动态变化的根本原因[41]。
2.3  智慧城市的网络效应
智慧城市是近年来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模式，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是静态的，强调城市系统内部资源的优化整合，且目前层出不穷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也存在着趋同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城市网络理论研究表明，智慧城市所探究的社会、经济、技术、政治和环境各方面因素的创新与发展影响个体城市在网络中的角色与功能[42]，城市在外部网络中的定位是以其内部的智慧性为前提的，因此，要全面理解智慧城市的涵义与目标，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全面提升智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仅仅从静态的角度出发，专注研究城市内部的属性因素是不够的。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引入动态的城市网络视角，尝试深化对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智慧”的全面理解，将智慧城市在网络中的位置与作用，即城市的网络效应定义为其外部智慧性，采用企业关联网络总部‐分支法，选择2016年中国住建部颁布的196个试点建设智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中国智慧城市关联网络，将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嵌入高效的城市网络，考察中国现有的试点智慧城市外部智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究在实现智慧城市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建立密集多样的外部网络关系，发挥其在区域、国家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以及对提升智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3  网络视角下智慧城市的概念框架
虽然实践中智慧城市的普及速度令人惊叹，但目前这一概念尚无明确定义。的确，城市内部各种“硬件”与“软件”的优化配置——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资源的智能化发展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有重要影响；但与此同时，信息化时代形成了新的社会形态，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日渐频繁，城市不再是独立发展的个体，其在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角色与位置，以及其融入外部经济的程度同样会影响城市发展水平。因此，本文认为智慧城市的“智慧”内涵应该被进一步拓展，新型智慧城市的智慧性应该包括内部智慧性与外部智慧性两个方面：内部智慧性即传统智慧城市研究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基础设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环境等多个视角，关注城市内部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源的优化整合；而外部智慧性，指的就是智慧城市的网络效应，具体指的是其在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获得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主要由城市的网络位置及作用决定，将直接影响城市对外部资本、人力、知识等创新资源的吸收整合能力，进而影响城市的内部发展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具体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图1改正：1.图内字的字级不应重于正文字级，各字统一改为宋体六号不加粗。2.椭圆内“通讯”改为“通信”。

图1  新型智慧城市概念框架
4  智慧城市外部智慧性对内部智慧性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对于智慧城市内部智慧性的评估，国内外学者均有大量探索，并提出了比较完备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包括美国智慧城市社区论坛评价体系、欧盟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等，国内学者以及有关研究机构结合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实际，在国外已有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并定期对中国试点建设的智慧城市进行评价。4.1  数据来源
对于城市内部智慧性的评估，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与国脉互联的评估体系及其《第六届（2016）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的相关数据，该评估体系主要包括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治理、智慧民生、智慧经济、智慧人群、保障体系等六大块及一个附加项，建立的指标体系共包含二级指标17个，具体如图2所示[43]。
图2改正：1.图内字的字级不应重于正文字级，各字统一改为宋体六号不加粗。2.“第六届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改为“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价体系（2016）”。3.“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情况”图框内“况”字独字不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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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2016）

在智慧城市外部智慧性评估方面，本文依托国内主要企业总部‐子公司的区位分布，构建区域城市网络，数据来源于ORBIS全球企业数据库，该库包含了全球近3亿家企业多个方面的信息。通过ORBIS数据库，可按地区、国家、所在城市、所在行业、产品类别、企业盈利状况等指标快速查询、筛选出符合要求的目标企业。本文的筛选步骤为：首先按照国别，选择在中国的企业（country=China），获得13 873 359条企业信息；再进一步在持股明细栏将企业最终受益人选择为全球和当地（ultimate owner=global & domestic），然后获得29 44 470条企业信息；在显示结果中选择保留企业名称（company name）、国家ISO代码（country ISO code）、欧洲产业分类标准代码（NACE Rev. 2 core code）、最后更新时间（last available year）、注册地所在的城市（city）、公司的BVD识别号（BVD ID number）、分公司的数量（number of recorded subsidiaries）、分公司的名称（subsidiary‐name）、分公司所在的城市（subsidiary ‐city）、分公司的BVD识别号（subsidiary‐BvD ID number）、分公司所在地的国家识别码（subsidiary‐country ISO code）等信息，得到29 944 470条中国企业的信息。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需要2016年中国企业在中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的总部‐分公司数据，并基于此建立中国国家层面的企业网络和城市网络，因此本研究设定筛选条件为：2016年（last available year=2016）中国企业（country ISO Code=CN），分公司数量超过50（number of recorded subsidiaries≥50），并且分公司所在地的识别码在中国（subsidiary‐country ISO code=CN）的企业。最终筛选出了包括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建筑、上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共141家大型企业，产业类型包括化工、建筑、金融、交通、信息等多个领域。在ORBIS数据库中有一些分公司的城市信息缺失，通过搜索该企业的公司年报、登录该企业的网站主页等途径补齐缺失信息，一共得到12 546条总部与分公司的联系数据，遍布中国350个地级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经济网络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国家层面的城市网络，借助ArcGIS软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国家层面的城市网络分布形态。
在这之中，智慧城市之间的联系键有11 317条，占到了（什么的？）90.2%。由此可见，智慧城市的网络效应，即其外部智慧性对内部智慧性绩效评估有显著影响，探究智慧城市外部智慧性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借助UCINET软件对所涉及的193个2016年试点建设智慧城市的外部网络属性进行分析，再依托Stata软件，运用回归分析，研究智慧城市的外部智慧性对其内部智慧性评估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4.2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依据2016年中国试点建设智慧城市的内部智慧性评估得分情况[43]，可知目前中国试点建设的智慧城市整体形成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的聚集趋势，首都经济圈及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区智慧城市的发展呈现小范围聚集；目前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呈现出差异化态势，虽然智慧城市的分布范围基本涵盖中国31个省份，但东、西差异明显，建设发展水平较高的智慧城市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长江经济带上的武汉、长沙、合肥等城市表现突出，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也发展迅速，但广袤的西北地区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除此以外，南方的海南岛上诸多新兴的智慧城市形成环围之势，虽然个体城市的发展水平不高，但聚合成智慧城市群，与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成遥相呼应之势。基于ArcGIS软件可视化分析结果不难发现，首都经济圈、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智慧城市的联结点聚集，是实至名归的网络主导城市，中部的武汉、长沙、南京和西南地区的重庆和成都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智慧城市经济网络的关键节点；相比之下，西部地区智慧城市联系较少，在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远落后于中部和东部沿海城市。
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本研究选择了中心性、结构洞和互惠性等指标评估所涉及的196个试点智慧城市的网络表现，即其外部智慧性。
（1）中心性（centrality）是衡量网络中节点位置重要程度的指标，分为度中间性（degree centrality）、接近中间性（closeness centrality）和中介中间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3种[44]。其中，节点的度中心可以理解为与该点连接的边数，按照连接的方向不同，可以分为点入度（in-dgree）和点出度（out-degree）。入度（）是指从j点流向i点的流强度，在本研究中指的是企业的分公司数量；出度（）指的是从i点流出指向j点的流强度，在本研究中体现为企业总部的数量。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1）                                            （2）
（2）结构洞（structural hole）指的是共享信息的主体之间形成的信息流间隙，表征了网络中的非冗余关系[45]。在网络中，如果一个节点与其他两个互不连接的节点建立关系，则形成了一个结构洞，占据结构洞位置的节点是其他节点进行资源交换的桥梁，主导了整个网络中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因此，占据结构洞位置的节点往往具有更好的创新绩效，这一指标往往考量了一个节点在网络中位置的战略重要性。Burt[46]最早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中提出结构洞的度量方法，通过测量节点的限制度（constraint），即主体利用结构洞的受限程度反向测量节点的结构洞属性，限制度越高，节点对其他节点的依赖性越强，网络整体的闭合性越好，结构洞程度越小。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3）
                                 （4）
式（3）（4）中：为节点的限制度，取值不超过1，结构洞由限制度反向测量，因此通常用1与限制度的差值来测量节点的结构洞属性，即，这个数值越大表示节点拥有的结构洞数量越多；节点q是节点i和节点j的共同连接点； 指的是节点i的所有连接点中节点j所占的权重比例；指的是节点i的所有连接点中节点q所占的权重比例；指的是节点j和q之间连接关系的边际强度。所测得的限制度越低，则表示该节点受结构洞限制的程度越小，即节点拥有的结构洞越多。
（3）互惠性（reciprocity）指的是网络中两个节点建立双向互惠关系，是一个双边关系网络变量，在本研究中可以理解为两个城市之间建立双向的投资关系。基于ArcGIS的可视化分析，将中国试点智慧城市的区位分布与评估得分图与城市经济网络分布图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二者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可以认为城市的网络位置与作用对其内部智慧性的评估有显著的影响。
本研究将网络入度、网络出度、结构洞和互惠性作为自变量，将2016年中国试点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评估得分作为因变量；另外在经济网络中，城市之间的投资可能会受到两点之间平均距离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探讨点出度与点入度对城市智慧性评估作用机制时，分别验证了入度平均距离和出度平均距离的影响作用；此外，城市网络作用的发挥也可能受到不同城市规模的影响，由此，我们将城市的人口总量与城市的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提出，本文以下假设：
H11: 智慧城市在网络中的点入度对其内部智慧性绩效评估有正向影响。
H12：智慧城市在网络中的点入度平均距离对智慧性评估之间的关系有正向影响。
H21:智慧城市在网络中的点出度对其内部智慧性绩效评估有正向影响。
H22: 智慧城市在网络中的点出度平均距离对智慧性评估之间的关系有正向影响。 
H3: 智慧城市在网络中的结构洞属性对其内部智慧性绩效评估有正向影响。
H4: 智慧城市在网络中的互惠性对其内部智慧性绩效评估有正向影响。
得到智慧城市的理论模型如图3所示。

图3改正：1.图内字的字级不应重于正文字级，各字统一改为宋体六号不加粗。2.各假设变量字母后面的数字统一改为全部下标正体，注意字母仍保持为斜体。

图3  智慧城市的理论模型
4.3  实证研究结果
借助Stata统计软件，分别用4个模型对中国试点建设智慧城市的网络表现与绩效评估得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验证研究假设，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1的分析结果显示，网络入度对智慧城市的评估得分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但是入度平均距离对智慧性评估有负向显著影响。因此，H1——本文提出的假设没有H1部分得到了支持。对于智慧城市而言，吸引的外来投资越多，尤其是近距离的投资越多，则其建设发展水平越高。
模型2旨在对H2——本文提出的假设没有H2进行验证，结果显示网络出度对智慧城市的评估得分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且作用比网络入度还要明显，但出度平均距离对智慧性评估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H2也是部分得到支持。同时，城市人口数量对于网络出度影响作用的发挥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城市行政区域面积则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综合这两个指标，我们可以认为人口密集的小型智慧城市对外投资越多，则其建设发展水平也相应越高。
模型3表明结构洞对智慧城市的评估得分具有正向显著影响，H3得到了支持；同时，城市行政区域面积对于结构洞属性影响作用的发挥具有负向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认为中小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水平与其所处的网络位置密切相关。对于中小型智慧城市而言，对外部创新资源的依赖性更强，占据优势位置直接影响其智慧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相对而言，大城市自身拥有的各类资源较多，本身对各种资源的控制力较强，在建设发展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对于外界的依赖性相对较小。
	表1  2016中国试点智慧城市网络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智慧城市评估得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4

	网络入度
	1.938**
	
	
	

	入度平均路径
	-0.004**
	
	
	

	网络出度
	
	0.398***
	
	

	出度平均路径
	
	0.065
	
	

	结构洞
	
	
	0.792**
	

	互惠性
	
	
	
	62.424***

	城市年末户籍人口/万人
	-0.143
	0.341***
	0.002
	0.009***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km2
	-1.344
	-4.351***
	-2.332**
	-0.000***

	常数项
	67.852***
	75.853***
	60.412***
	42.155***

	观察值
	111
	193
	111
	196

	R2
	0.614
	0.353
	0.589
	0.263


模型4的分析结果显示，互惠性对智慧城市的评估得分具有正向显著影响，H4得到了支持；同时，城市人口数量对于互惠性的作用机制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城市行政区域面积则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对于人口密集的中小型智慧城市而言，城市之间的双向互动越多，则彼此的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水平越高。
注：***、** 、* 分别表示P<0.01、 P<0.05、 P<0.1时显著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中国智慧城市的外部智慧性对其内部智慧性评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智慧城市的点入度、点出度、结构洞及互惠性等网络属性对其发展水平的评估结果有显著的影响，主要结论与启示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
5.1  智慧城市的网络地位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一致
中国智慧城市虽然网络节点涉及范围广，但总体格局呈现出由京津、沪宁、广深、成渝和武汉为核心的不规则菱形结构。这些核心城市一方面对各类外部创新资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承接了大量的外来投资，另一方面也主动对外进行投资，在整体城市网络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些核心节点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水平也名列前茅，由此可以认为个体智慧城市在整体网络中的位置与吸引力会影响其发展水平：由智慧城市在网络中的外部联系数量所体现的城市外部智慧性对其内部智慧性提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关注的是，网络中智慧城市对之间的平均距离会影响其外部智慧性作用的发挥，在引进外部投资时，空间距离越近，对城市智慧性发展的帮助越大。实践中，为提高新兴智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可以加强与网络中邻近关键节点的联系，环绕核心城市规划建设智慧城市群，提升区域的整体综合实力。
5.2  智慧城市网络联系键区域差异显著
“北京‐天津”“北京‐哈尔滨”“北京‐上海”“北京‐成都”“北京‐深圳”“北京‐广州”“北京‐重庆”等富含联系键的网络主导智慧城市对，为智慧城市跨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基础，但不难发现，这些网络联系键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智慧城市之间，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省份智慧城市之间的联系键远远超过广大中、西部地区各省份，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未来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应该注意这种过度差异的分布局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建设发展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加强对外联系，加强与邻近地区的双向互动合作，形成内外联动的智慧发展模式。
5.3  智慧城市网络布局有待优化
中国现有的智慧城市网络呈现出多核集聚的特点，围绕各个中心城市形成了由大量的节点城市构成的凝聚子群，但不难发现，目前智慧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城市，在出度、入度、结构洞和互惠性等多方面网络效应重叠，处于结构洞位置的智慧城市在网络格局中建立双边合作关系较多，并承担桥接作用，对网络中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流通的控制能力较强，在各项创新资源的整合方面具有战略性优势，因此，这些核心节点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水平也处于绝对领先位置。但从优化整体网络格局的角度出发，网络中每个智慧城市都应该深度理解并挖掘自己的外部智慧性，识别自身的网络资本，结合城市的区位优势与内部属性要素，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虑、从网络与个体两个角度切入，因地制宜地制定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全面提升智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本研究首次引入城市网络视角，跳出以往智慧城市研究对信息与通信技术、智慧产业、城市治理、环境保护等城市内部属性因素的研究，探讨了智慧城市的外部智慧性及其作用机制，为如何规划建设智慧城市、全面提升新兴智慧城市的竞争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要提升新兴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水平和整体绩效表现，不能将其视作独立发展的个体而仅静态分析其城市内部系统各类资源优化整合，还要重视智慧城市在整体网络中的表现。应识别自身在区域城市网络中的位置与作用，清晰认知自身所承担的功能与作用；在传递知识、信息等各种创新资源的过程中，增强其他城市的联系，特别是与邻近区域内的联系，与其他城市建立双向合作关系；最大程度地运用所拥有的网络资本，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内外联动、区域一体化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各项目标，打造新型智慧城市“名片”，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与外部吸引力，为树立城市品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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